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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部落社会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　部落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原初的、最基本的以及前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形式。对于中东

而言，部落既是传统社会的底色，也是塑造中东文明史隐秘但又影响至深的结构性变量。由部落征服、国家构建再到

新的部落力量崛起，构成了伊斯兰文明诞生以来中东王朝兴衰变迁的历史闭环。中世纪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赫勒

敦称之为王朝更迭“四代周期律”。部落社会的迁徙成为古代中东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也是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兴盛的社会基础。部落属于自组织型社会形式，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家之外，国家大都维持着对部落的

“间接统治”。以部落自治和认同为特色的部落主义政治文化侵染了中东的传统社会，内化为中东传统文化的基调，成

为划分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基因。部落社会的独特性与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性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致使在中东现代化进

程中产生了所谓的“部落问题”，部落成为影响现代中东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整体而言，部落组织并未随着国家

构建而逐渐消亡，反而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东部落社会史研究在国内尚属“学术盲区”，近年来研究热度逐渐升

温，并成为中东史研究的新议题和学术生长点。国外学界长于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对于中东部落社会的整体性和历

史性的考察相对缺失。本组笔谈从整体的与个案的不同维度展现中东部落社会的特征，以期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界对

于中东部落社会史的研究。

中东部落：概念认知、类型演化及社会治理

韩 志 斌

根深蒂固的部落文化及其酿造的部落精神构成了中东社会的基本特质。人类学家菲利普·卡
尔·萨尔兹曼曾经说过，中东历史上曾经有两种突出的治理方式：部落自治和权力集中的君主治理
［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中东的文化与冲突》（Ｐｈｉｌｉｐ　Ｃａｒｌ　Ｓａｌｚｍ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纽约：人文图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７～１９８页］。前者是中东地区社会治理的特
色，更是深入理解中东地区社会体系的关键。中东绝大多数国家缘起于部落社会，虽然现在各国均有
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但部落组织的长期存在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可以说，不了解部
落就难以解读中东社会的深层结构。部落构成了中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些国家部落社
会的深入剖析既是理解中东国家基本问题的基础，也是窥探中东社会必不可少的透视角。

一　中东“部落”的概念内涵

部落的概念模糊并充满变数，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词汇和话题。在西方世界，“部落”（英语为
“ｔｒｉｂｅ”、法语为“ｔｒｉｂｕ”）一词是从“特里布斯”（ｔｒｉｂｕｓ）这一拉丁语中借用而来的，实际上说的是古代
罗马国家形成之前的特殊政治组织［路易斯·Ｌ．斯奈德：《民族主义的种类：比较研究》（Ｌｏｕｉｓ　Ｌ．Ｓｎｙ－
ｄｅｒ，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沃斯堡：德赖登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７０
页］。近代以来，随着“东方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发展，西方学界开始重新“发现”部落，对部落的概念
以及东方的部落社会进行研究。１９世纪，西方进化论人类学家认为，部落是从氏族社会向国家文明
社会过渡阶段的人类社会形态。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与文明社会相比，东方的部落社会好战且原始，
本质上是“原始社会”［伊芙琳·范·斯蒂恩：《１９世纪的近东部落社会》（Ｅｖｅｌｉｎ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ｔｅｅｎ，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伦敦：伊奎诺克斯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页；乌兹·拉比编：《中东变迁中的部落与国家》（Ｕｚｉ　Ｒａｂｉ，ｅｄ．，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
ｇ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伦敦：豪斯特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７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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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根据摩尔根的材料，详细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认为部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部落过去是指由家族（ｆａｍｉｌｙ）延伸的血缘组织（ｋｉｎｓｈｉｐ　ｇｒｏｕｐ），或是相关家族的聚合。在中东

国家本土语境中，部落概念的内涵却有所不同，一般用“Ｑａｕｍ”“Ｕｌｕｓｓ”“Ｑａｂｉｌａ”等词，泛指家庭之上
各个层面的地方性社会组织。部落只是家族的扩大形式。拉皮杜斯认为，部落不是小规模的家庭、合
作性的游牧民或乡村社会，而是政治实体。作为政治实体，部落构建了松散的乡村社会，并具有小规
模的血缘关系、侍从关系或特定个体的联盟。部落并非指家族或族群团体，而是差异巨大的政治和宗
教组织［菲利普·Ｓ．库里、约瑟夫·克斯蒂纳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Ｐｈｉｌｐ　Ｓ．Ｋｈｏｕｒｙ，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
ｓｔｉｎｅｒ，ｅｄｓ．，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７页］。血缘关系是中东部落系统的内在构造。不过这一内在构造还得通过外部构造
（伊斯兰教等）体现出来，并得以系统运作。部落社会的内在逻辑是宗族的血缘关系，这种生物性的逻
辑要通过外在构造起作用。在中东国家地区，部落不仅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还是社会荣
誉与地位的象征和来源。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无论在乡间的会客室、城市中的集会、学校中的聚
会，还是在聚餐或旅途中的偶遇，没有什么比谈论人们的祖源、各部落的关系显得更加真诚。”（同上，
第７１页）。

在中东语境中，部落与国家是有区别的。国家是机械的团结，具有强制性，用埃米尔·涂尔干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又译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话说，国家是建立在族群、经济、官僚和政治组织的多
重合作基础之上的［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凝聚与认同：从伊本·赫勒敦到埃米尔·涂尔干的马格
里布”（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ｆｒｏｍ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　ｔｏ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厄内斯特·盖尔纳编：《穆斯林社会》（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ｅｄ．，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剑桥：剑桥
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６～９８页］。部落则是自主的团结，松散或有局限性的组织，其核心精神是
凝聚力。戴尔·艾凯尔曼和保罗·德雷舍将其运作方式称为“分支－世系理论”（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ｉｎｅ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部落的特征是：文化上与众不同、政治上自治，部落并不是碎片化。在“平衡对抗”（ｂａｌ－
ａｎｃｅ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体系中，一个部落的血缘组织希望援助其盟友部落，对抗其他部落或者奉行平等主
义［戴尔·Ｆ．艾凯尔曼：《中东：人类学方法》（Ｄａｌｅ　Ｆ．Ｅｉｃｋｅｌｍａ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６～１５０页；保罗·德雷舍：“分支
体系中事件过程的重要性”（Ｐａｕｌ　Ｄｒｅｓｃｈ，“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ａｋｅ　ｉ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
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美国人类学家》（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第１３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５月），第３０９～３２４
页；保罗·德雷舍：“分支型：根于阿拉伯，花开在别处”（Ｐａｕｌ　Ｄｒｅｓｃｈ，“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ｓ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Ａ－
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文化人类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第３卷第１期（１９８８年

２月），第５０～６７页］。
国家有时候也“创造”部落。伊朗巴列维政府利用国家的军事能力削弱部落自治，镇压叛乱的部

落。为了将国家权威延伸到乡村地区，伊朗政府甚至将不同乡村组织整合起来创造“部落”，其目的是
宣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展示部落的落后。在伊朗，新型改革力量改变了某些部落的结构，转变成其
他部落，使得某些部落融入了国家的主导族群和文化认同。在沙特阿拉伯，王室成为部落构成的万花
筒。这些部落通过政治联姻和精英利益的捆绑而凝聚在一起，但并没有在沙特阿拉伯社会形成单一
的认同客体。

２０世纪中期后，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利比亚所形成的部落对国家认同更多的是基于部落对
国家的顺从，并不是建立在现代政治合法性力量基础之上的。许多中东国家经历了剧烈的甚至革命
性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改变了部落 国家关系。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利比
亚，产生这种变革的重要原因是滚滚涌入的石油美元，推动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现代教育的普及甚
至工业化。与此同时，１９６２年也门发生军事政变，并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１９６９年利比亚的军事政
变掀起了剧烈的意识形态变动和社会变迁，政治现代化从君主制民族主义进入革命民族主义阶段。

１９７９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破坏了巴列维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新型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意识形态诉
求替换了传统的地方忠诚和情感认同，但是部落社会的价值观仍然不断地影响着国家。实际上，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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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视野来看，现代化和迅速的社会变迁经常达不到预期目标，原因在于这些变迁不可避免地会相互
产生冲突，而部落通过参与这些冲突扮演着新型角色［米尔顿·Ｊ．埃斯曼、伊塔马尔·拉比诺维奇编：
《中东种族特性、多元主义及国家》（Ｍｉｌｔｏｎ　Ｊ．Ｅ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ａｍａｒ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ｃｈ，ｅｄｓ．，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Ｐｌｕｒａｌ－
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２４页］。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沙特通过部落力量进行征服与扩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利比亚的卡扎菲引进民
粹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伴随而至的是巨额石油财富。中央集权
的加强，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带来的新机遇，不仅带来了一些国家内部的整合运动，而且整合了这些
国家的领土疆域。现代民族主义的新兴话语表达了民族文化语言的忠诚，替换了部落权威的传统组
织，例如伊朗。部落的这些新型忠诚方式有时巩固了扩张的国家，有时会成为部落对抗国家的基础。
还有例子表明，部落和宗派认同的杂糅能够形成次国家运动，如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就属于此类部落派
系（ｔｒｉｂｅ－ｓｅｃｔ）。城市化、现代交通运输和民族主义的力量，产生了社会交往的新纽带。此类外部力量不
仅推动了国家形成，而且鼓励了部落组织的发展，保留甚至巩固了部落忠诚。

尽管部落可以推动国家的形成，因此可以说，部落很可能与国家共生，但部落并不一定衍生为现
代民族国家。实际上，许多中东国家内部至今仍存在部落社会。在中东国家，部落为了生存可能被迫
与国家达成妥协。与欧洲和中东历史上的帝国不同，这些国家的部落社会并没有产生高度发达的治
国理论。哈里发理论并不直接应用于部落社会。

综上所述，关于部落的定义和认识非常复杂，这本身体现了部落在历史和现实维度中的多样性。
从中东地区部落的社会历史出发，可以发现，部落是基于相互依存的血缘、地缘和政治关系的传统社
会组织。部落社会与国家相对分离，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文化属性，相互认同，以及传统的运行、自
组织和传承机制。部落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特定历史时期，部落是人类社会演变进程中的过渡阶
段，但是部落又几乎存在于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部落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出的社会
特征和文明属性各异，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

二　中东部落的类型演化

美国学者托马斯·巴菲尔德指出，因为部落一直在中东舞台上存在，所以中东地区部落社会依然
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争议的核心内容［托马斯·Ｊ．巴菲尔德：“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
关系”（Ｔｈｏｍａｓ　Ｊ．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菲利普·Ｓ．库
里、约瑟夫·克斯蒂纳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第１５３～１８５页］。中东国家传统社会主要由部落、
城市和宗教阶层构成。该地区部落规模较大，覆盖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区域。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阿
拉伯半岛和利比亚沙漠的贝都因人、库尔德人、阿富汗的普什图人等部落，构成了中东社会结构的基
本元素。

中东地区地域广阔，不同的社会基于不同的历史 社会 文化条件，可能形成不同的部落类型。按
照查尔斯·林德霍尔姆的观点，这些国家的部落社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阿拉伯贝都因部落和
阿富汗普什图部落为代表的平等型部落；另一种是以中亚、土耳其和伊朗部落为代表的等级制部落
［查尔斯·林德霍尔姆：“亲缘结构与政治权威：中东和中亚”（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Ｋｉｎ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历史与社会比较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第２８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４月），第３３４～３５５页］。历史地看，从撒
哈拉以南非洲到大中东北非地区乃至中亚的弧形地带，部落社会的经济结构及权力关系经历了由平
等向等级制的转变。

平等型部落范围涵盖北非和西亚阿拉伯地区的沙漠地带，一般为小型的地区国家。为了形成部
落凝聚力，部落社会构建了完备的谱系结构，整个部落社会被认为源于同一位始祖。阿拉伯部落将其
谱系追溯至易卜拉欣（即亚伯拉罕）之子伊斯玛仪，普什图部落则可追溯至７世纪的卡伊斯。一般来
说，血缘或谱系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部落凝聚力建立在一种更复杂的忠诚基础之上，政治、社
会、文化、语言以及领土联系可以让部落更加团结。艾伯特·胡拉尼（Ａｌｂｅｒｔ　Ｈｏｕｒａｎｉ）指出，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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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并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因为“共同的祖先神话”。部落谱系也存在虚构的成分，在一定程度
上是部落社会构建的一种社会历史认知与社会秩序重建，与客观的历史存在一定差距。大多数部落
都千方百计地将共同的祖先谱系归功于那些居住在某一领土上获得权力的人物［理查德·泰普尔编：
《伊朗和阿富汗的部落与国家冲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ｅｄ．，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纽约：圣马丁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６页］。

家族首领对家族成员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但村庄乃至部落首领的权力十分有限，职责在于调解
部落内部矛盾，代表部落组织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在一些普什图部落、东非索马里部落和北非的努
尔人部落中甚至没有部落首领。部落首领一般不能够世袭继承。一个部落首领要想成为首领，首先
必须将某些道德权威凌驾于追随部落之上，并能够给这些部落带来源源不断的商品和服务（菲利普·

Ｓ．库里、约瑟夫·克斯蒂纳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第９页）。整个部落社会建立在共识的基础
上。例如，在普什图部落社会中，只有支尔格大会（部落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才具有合法性。正如阿
克巴尔·艾哈迈德所言，“普什图人的部落社会对地位、头衔以及这二者所暗含的等级差异有着强烈
的偏见。这种偏见集中体现在马哈苏德部落首领代表部落长老对英国人的讲话中：‘要么把我们全用
加农炮打死，要么让我们１８００人全部当官。’”［阿克巴尔·Ｓ．艾哈迈德：《普什图人的经济与社会：部
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经济发展》（Ａｋｂａｒ　Ｓ．Ａｈｍｅｄ，Ｐａｋｈｔ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１９８０版，第

１４１～１４２页］索马里部落社会没有权力等级制度，其惯常的决策程序是民主的，强调部落之间的平等
［阿卜迪·伊斯梅尔·萨马塔尔：“索马里国家和社会的毁灭：超越部落习俗”（Ａｂｄｉ　Ｉｓｍａｉｌ　Ｓａｍａｔａｒ，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现代非洲研究》（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３０卷第４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６２６页］。索马里北部的部
落苏丹地位相当于部落长老，没有什么权力，只不过是一个称谓。索马里南方的格勒迪（Ｇｅｌｅｄｉ）部落
首领也没有私人随从、私人土地，作为苏丹通过与部落成员达成共识进行统治［大卫·莱丁、萨义德·

Ｓ．萨马塔尔：《索马里：追寻国家的国度》（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ａｉｄ　Ｓ．Ｓａｍａｔａｒ，Ｓｏｍａｌｉ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Ｓｔａｔｅ），博尔德：西景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２～４３页］。刘易斯对索马里部落社会的特
征的总结较为精辟：强烈的平等主义，政治上的机警与平均主义，对部落传统的自豪感和对其他民族
的轻蔑（Ｉ．Ｍ．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页）。

在平等型部落体系中，首领不具有等级关系，强调通过达成共识而非强制命令来维持内部秩序的
部落组织方式。处于统治地位的部落不会支配相邻的部落。一旦发生一个部落试图控制另一部落的
情况，强烈的平等意识也会使其他部落出面主持公道，阻止这种控制的发展［Ｅ．Ｌ．彼得斯：“昔兰尼加
牧驼贝都因人内部纷争的若干结构性问题”（Ｅ．Ｌ．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ｅｕ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ｌ－Ｈｅｒｄｉｎｇ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ｏｆ　Ｃｙｒｅｎａｉｃａ”），《国际非洲研究所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第３７卷第３期（１９６７年７月），第２６１～２８２页］。平等型部落社会缺乏公共权威，
整个部落社会沿着宗族和谱系的界限分裂为众多不同层面的部落组织。它们之间相互平等和独立、
互不隶属，同时又矛盾重重。无论是个人还是部落都极其反对外部控制，要求维护部落组织的独立。

宗教在部落首领维持统治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意识形态与首领意识形态相结合，可
以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并为首领对外扩张提供合法依据。然而，伊斯兰教在部落
首领的产生和维持过程中并不总是发生重要作用。几个世纪以来，沉浮于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大多
数部落首领在同其对手或敌手的角逐过程中，宗教的作用并不突出。因此，伊斯兰教“圣人”（ｓａｉｎｔ）
的统治或调解尽管较为重要，但也有例外情况。在伊朗和阿富汗，宗教领袖能够将较大的群体合并成
为联盟。

部落组织是兼具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功能的“微型国家”。与组织严密的国家相比，部落是
一种相对同质的联盟。就进化的规模来看，部落是一种较高水平的政治组织形式；但是就出身、文化
和阶级构成来说，部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异质性。这是一种权力分享型的合作伙伴模式（ｐｏｗｅｒ－ｓｈａ－
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分享的主体包括农耕边缘区的田园游牧人群、半定居的部落民，偶尔还包括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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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及在乡村或城市定居的统治者或首领。整个社会呈现出分裂型的特征。部落凝聚力只是出现
在具有紧密宗族关系的部落组织当中，一旦超出宗族界限，凝聚力便迅速衰减。部落社会只有在遇到
外部威胁时，才会沿着宗族的界限进行暂时的合作。这种层级关系并不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而是由
血缘关系决定的，后来这种血缘关系的等级结构获得了社会联系的意义。血缘关系本身制造出一种
生物学上的层级梯度，每个人根据其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排定地位，其行事原则是“团结血缘较近的部
落，对抗血缘较远的部落”。阿拉伯谚语对此有说法：“我反对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和我反对我的堂兄，
我、我的兄弟和我的堂兄一起反对整个外部世界。”（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中东的文化与冲突》，
第６８页）按照这种亲疏远近原则，部落民知道自己必须支持谁、反对谁，什么时候采取中立态度。忠
诚和荣誉需要部落民与血缘较近的部落亲近。当某一个体或群体与两个冲突方血缘相同，就可以采
取中立立场。这种观点被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称为“对抗－平衡理论”（同上，第４９～１０１页）。

部落社会平等性在很大程度限制了部落组织的规模，很难形成较大的部落，更难以通过部落征服
形成较大的帝国。这类部落通常建立在平等的经济关系与土地占有基础上，其首领是在妥协的基础
上达成共识的。部落成员追求社会平等，反对等级差异。一般而言，这类部落由几万人构成，在部落
层面也很少会出现集体行动。传统上，伊斯兰教是动员和组织部落社会的关键力量。在帝国边缘沙
漠和山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自治的部落组织不仅生存下来，还得到帝国政府的半官方认可。这些
部落组织在不同时代主导着库尔德斯坦、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地区，以及北非的沙漠和山区。尽
管它们远离中央政府，有足够的空间发展成为独立的政府结构，但大多数仅能成功地发展成为酋邦，
不能完全演进成为国家，阿拉伯半岛、上尼罗河或北非的部落联盟就是典型个案。它们偶尔出于宗教
动机进行征服活动，鼓动这种征服活动的都是一些部落内部或者与部落有关系的宗教改革人士。典
型个案是第一沙特国家（１７４４—１８４２年）、苏丹马赫迪（１８８１—１８９８年）以及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利
比亚的赛努西亚。其结果，成立了所谓的“地区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持续时间不长，而且不可避免
地与帝国中央政府的优势军队在领土边疆上兵戎相见。一些“国家”被摧毁，另外一些“国家”也没有
多少扩张的机会，仅仅成为酋邦而已。因为避免了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帝国的影响，这些酋邦也没有灵
感将自己改造成其他政治行为体［伊特扎克·纳卡什：“苏丹马赫迪王国的财政和货币制度（１８８１—

１８９８）”（Ｙｉｔｚｈａｋ　Ｎａｋａｓｈ，“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ｈｄｉｓｔ　Ｓｕｄａｎ，１８８１—１８９８”），《国际
中东研究学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２０卷第３期（１９８８年８月），第
３６５～３８５页］。

历史上，随着波斯、突厥、蒙古等民族不断西迁，中东地区的部落社会也呈现等级制的特点。此类
部落以突厥—蒙古为典型，地域范围在伊朗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带，在相关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
织上有所体现。

等级制部落尽管也将自身的起源追溯到往圣先贤，但谱系关系相对松散，部落的联合更多的是政
治性的。在此情况下，这些部落是一种等级严密的“金字塔形”部落社会结构。亲属称谓有明确划分，
形成了嵌套式的亲属群体结构，亦称锥形部落。在这种部落体系中，等级的血缘组织在文化上是合理
的，当地的宗族、部落成为构建政治－军事联盟的基础（菲利普·Ｓ．库里、约瑟夫·克斯蒂纳编：《中东
部落与国家形成》，第１８５～２２５页）。

在等级制部落体系中，部落首领是绝对的统治者，具有世袭的统治权。他们拥有部落内的所有土
地和所有财富，对所属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这些部落政治上权力集中，权力强大且稳定，可以通过
强制手段实现统治的权力。一位部落首领曾言：“部落民归我所有。如果我要将他们全部出卖，没有
人胆敢反对！他们全部是我的奴隶！”［赛义德·阿斯卡尔·穆萨维：《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历史、文化、
经济和政治研究》（Ｓａｙｅｄ　Ａ’ｓｋａｒ　Ｍｏｕｓａｖｉ，Ｔｈｅ　Ｈａｚａｒａ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里士满：柯曾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８页］这类部落组织规模庞大，单
个部落可以达到数十万人。

由于具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等级制部落社会内部秩序井然，冲突与矛盾较少，但与邻邦形成了
一种掠夺的关系。历史上，这些部落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在其领土上完全处于支配地位。为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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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强劲的定居国家，部落社会必须成为庞大的部落联盟，通过征服建立帝国。这些帝国拥有足够实
力的国家行政结构，迫使邻邦把它们当作平等的对手看待。威廉·艾恩斯的评论较为贴切：“在游牧
社会，只有国家与社会相互联系，才得以形成等级制的政治制度，它从来不是游牧社会内部发展的产
物。”［威廉·艾恩斯：“游牧民中的政治阶层分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ｒ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ｓ－
ｔｏｒ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克劳德·勒菲布尔等编：《牧业生产与社会》（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ｆéｂｕｒｅ，ｅｔｃ．，ｅｄｓ．，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６２页］

伊斯兰教在等级制部落向庞大帝国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部落精神一旦浸染了宗教意识形
态，在建立盟友以及征服的过程中会发挥非常有效的作用。在帝国构建过程中，伊斯兰教既给予帝国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又为部落延续提供了历史继承性。政府变得更官僚，军队更为集权。这些帝国是
部落构成的混合体。实际上，部落或酋邦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与国家或帝国共存和发展，并不是所有
部落或酋邦都进化为国家或帝国。

帝国形态与等级制部落自主建构的镶嵌型社会结构，其破坏性较大。等级制的部落社会形成了
帝国式的部落体系：从外部看，帝国式的联盟似乎是一个国家，有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但内部保留了
部落组织，且有较高的自主权。这种帝国式联盟（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ｙ）是帝国制度与社会文明交往
的结果，并不是部落社会组织自身进化的产物［托马斯·Ｊ．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组织与外交政
策”（Ｔｈｏｍａｓ　Ｊ．Ｂａｒ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Ｈｓｉｕｎｇ－ｎｕ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亚洲研究》（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４１卷第１期（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第４５～６２页］。中东的部落
民、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共生关系。等级制部落帝国进入中东，破坏了本地区的经济生
活，威胁当地小王朝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结构。突厥－蒙古部落轻视农业和城市生活，不擅长创造财
富，热衷于强取豪夺，掠夺财富。部落首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１０３８年，塞尔柱人首领图格鲁勒进入
呼罗珊，征服了尼沙布尔。为了制止手下洗劫该城，图格鲁勒自称是这块土地的征服者和新统治者，
提醒部下，如果洗劫实际上是在破坏自己的财产［Ｃ．Ｅ．博斯沃思：“伊朗世界的政治和王朝史（１０００—

１２１７）”（Ｃ．Ｅ．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Ｗｏｒｌｄ，Ａ．Ｄ．１０００—１２１７”），Ｊ．
Ａ．博伊尔编：《剑桥伊朗史》（Ｊ．Ａ．Ｂｏｙｌｅ，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ｏ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第５卷，剑桥：剑桥大
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三　中东部落的社会治理

一般而言，原始的部落社会具有族外群婚、共产制经济以及原始民主等特点，但显然可以看出，当
代中东国家部落社会基本不具有这些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部落社会并非是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
（国家）过渡的前文明发展阶段。事实上，部落社会本身存在于文明时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
标志，并且与国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历史地看，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帝国、帖木儿帝国、萨法维王朝、
奥斯曼帝国等古代帝国几乎都是部落征服的结果。这些帝国既依赖部落的支持，也惧怕部落的反叛。
部落社会也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离不开与国家所代表的城市的交往与互动。因此，可以说，部落社
会本身就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根本不存在纯粹（原始）的部落社会。美国人类
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深刻地指出：“中东地区是国家和帝国的发祥地，它拥有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
时间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早。那里的部落民众并非因为无知，而是作为对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
环境的一种稳定而成功的适应方式才保留了他们的部落机制。”（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黄建生译：《斯
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３页）

传统上，国家仅维持着对于城市的直接控制。在广袤的乡村地区，部落相对独立，国家只能对之
实现间接统治。在中东，１９世纪后，随着传统帝国的解体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
程中，部落社会成为无法绕开的因素。这些国家普遍通过民族主义的力量整合部落社会，试图循着欧
洲社会的历史轨迹打破传统的部落割据状态，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一实践在等级制的
部落社会中获得成功。凯末尔统治时期，土耳其基本上消灭了部落力量。伊朗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实
行了国家主导下的“去部落化”和民族认同［詹晋洁：《礼萨汗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４１）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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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选择与困境》，《世界民族》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８～１０页］。伊朗部落包括西部和西北部的库尔德
人、东北部的土库曼人、西南部的卡什凯人、东南部的俾路支人。卡扎尔王朝依靠部落力量构建国家，
依靠部落力量获得兵源、税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部落自治和拥兵自重成为常态，并发生部落起
义。礼萨汗采取下列“去部落化”措施，解决部落问题：一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伊朗政府拉拢东北部的
博季努尔德、西北部的普什提库等部落，任命部落首领为地方长官，让部落首领出任政府议员。二是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组织军队攻打并征服游牧部落，随后强制游牧民在村庄定居。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礼萨
汗在卢里斯坦、法尔斯、阿塞拜疆以及呼罗珊等地的游牧、半游牧部落中间强力推行定居计划。强制
性的定居政策给伊朗部落带来了社会和经济上的灾难性后果，直接导致部落民的贫困化，侵蚀和削弱
了游牧部落特有的经济基础，部落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革命性变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礼萨汗的改
革基本瓦解了伊朗的部落社会。“去部落化”政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礼萨汗时期伊朗部落人口
持续下降。１９００—１９２０年间，伊朗部落人口占总人口的２５％，３０年代下降至８％。到伊斯兰革命前
夕的１９７６年，部落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约１％［萨义德·埃米尔·阿尔乔曼：《王冠头巾：伊朗的伊斯兰
革命》（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Ｔｈｅ　Ｔ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牛津：牛
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９页］。

但是，集权化实践却遭到阿拉伯、普什图等平等型部落社会的强烈抵制。尽管萨达姆、卡扎菲、萨
利赫、达乌德等中东政治强人曾试图凭借民族主义的力量削弱部落社会，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得不
再次依靠部落社会以拓展社会基础。伊拉克复兴党轻视部落主义和宗派联系，将之描述为“落后社会
的缩影”［阿马特齐亚·巴拉姆：“伊拉克的新部落主义：萨达姆·侯赛因的部落政策（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Ａｍａｔｚｉａ　Ｂａｒａｍ，“Ｎｅｏ－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ｑ：Ｓａｄｄａｍ　Ｈｕｓｓｅｉｎ’ｓ　Ｔｒｉ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国际中
东研究学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２９卷第１期（１９９７年２月），第１
页］。在１９７６年以前，复兴党高官使用部落名字或者与部落领导人建立联系是违法行为［菲比·马
尔：《伊拉克现代史》（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博尔德：西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９２页］。但是，随着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的惨败，萨达姆开始转向部落主义［阿马特齐亚·巴拉姆：
“伊拉克的新部落主义：萨达姆·侯赛因的部落政策（１９９１—１９９６）”，第８～１０页］。在随后的几年，由
于国际制裁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和中产阶级式微，伊拉克复兴党开始将部落主义提升到伊拉克政
治和意识形态的前锋。部落力量在伊拉克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支持萨达姆，受到复兴党政府的鼓励。
萨达姆称之为“所有伊拉克人民和国家原则的代表”。他将复兴党的结构特征描述为“包含各种部落
力量的团体”，甚至指出伊拉克为单一的部落社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复兴党的部落恐怖症到９０年代已
经彻底消失。卡扎菲的利比亚政权也依赖部落力量维持其统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都来自部落，处
于关键要职的军官大都来自卡达法部落，次要职位则由忠诚于卡扎菲的其他部落的人担任，如瓦法拉
（ｗａｒｆａｌａ）部落。卡扎菲通过利用部落力量，巩固了统治地位。因此，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政权的
社会治理明显具有部落政治的特征。沙特阿拉伯的部落主义世系价值观构成了群体认同的基础，普
通部落民和王室家族都保留这种认同。二者都能够践行部落惯例，成为行政管理的捷径（菲利普·Ｓ．
库里、约瑟夫·克斯蒂纳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第１８页）。部落的分权自治与国家的集权化是
近代以来中东部落问题的深层原因。在当前的中东冲突中，部落力量泛起，如何应对部落的挑战仍然
是关系到中东问题走向的关键因素。

土耳其和伊朗的部落政策之所以能成功，在于等级制的部落传统与集权化模式具有内在契合性。
平等型部落社会具有的独立与自治传统却与集权化的国家构建存在结构性矛盾，西方式政治模式在
这些部落社会中严重水土不服。深层而言，虽然部落社会认同狭隘，拒绝现代国家的整合，但是，中东
国家的部落社会具有高度灵活性与适应性，几乎存在于中东国家所有社会形态当中。即便在高度城
市化的背景下，部落社会仍然可以成功适应。２０１０年，利比亚城市化率已达到７７％左右，部落组织仍
活跃于城市之中［沃尔弗拉姆·拉谢：“利比亚革命中的家族、部落和城市”（Ｗｏｌｆｒａｍ　Ｌａｃｈｅｒ，“Ｆａｍｉ－
ｌｉｅｓ，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中东政策学刊》（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第１８卷第４
期（２０１１年冬季），第１４６页］。在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中，部落精英起到了重要作用，昔日的盟友

·１１·



部落如瓦法拉等都与卡扎菲反目，显示了部落忠诚在国家构建中的重要意义（同上，第１４５页）。事实
上，部落作为传统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教育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一面。

而部落文化、家族及部落政治传统更是长时段的变量，也是中东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
期内根本无法消除。

总之，西方学界对于中东国家部落社会的传统认知植根于西方中心论，用西方社会发展的标尺衡
量中东国家的部落社会。这种认知当然存在严重问题。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还为中东国家
统治者所接受，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东国家政治沿革、经济变迁与社会发展。对于中东国家尤其是阿
拉伯国家而言，现代国家是西方的舶来品，与中东国家的传统社会生态不符。如何从本土政治文化中
发掘现代性，平衡政治伊斯兰与部落的关系，从而将部落社会纳入现代社会治理的轨道，可能才是破
解中东国家部落问题的关键锁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

目“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研究”（１３ＪＺ０４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２
作者韩志斌，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无政府社会：当代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延展

闫　伟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也称“帕克同人”或“帕坦人”）为主体，西方学界将之视为当代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詹姆斯·Ｗ．斯潘：《帕坦边疆》（Ｊａｍｅｓ　Ｗ．Ｓｐａｉｎ，Ｔｈｅ　Ｐａｔｈ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ｎｄ），海牙：莫顿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７页］。阿富汗部落社会独具特色。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Ｂａｒｆｉｅｌｄ）认为，中东和中亚的部落社会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以平等性著称，部落成员相互
平等，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后者则具有等级性特征，部落首领具有绝对权威。部落社会的集
权化程度沿着中亚、中东到非洲递减，部落的分权化和平等性则渐次增强［菲利普·Ｓ．库里、约瑟夫·

克斯蒂纳主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Ｐｈｉｌｐ　Ｓ．Ｋｈｏｕｒｙ，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ｅｄｓ．，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３～１８２页］。阿
富汗部落社会就是典型的平等型社会，处于高度的分裂之中，并且反对国家的干涉与控制，具有自治
性。从１７４７年建国直至今日，几乎所有的阿富汗政府都无力直接控制部落社会，只能借助部落首领
等维系间接统治。

因此，部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国家之外，具备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社会体系和自组织性，也
就是所谓的“无政府社会”［厄内斯特·盖尔纳编：《穆斯林社会》（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ｅｄ．，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
ｔ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７页］。然而，在没有国家权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下，部落社
会并不是完全的无序状态，而是存在特殊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在２０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表现出诸多共性特征。本文从社会史角度出发，聚焦于阿富汗穆沙希班
王朝（Ｍｕｓａｈｉｂａｎ，１９２９—１９７３）时期的部落社会，重点剖析在无政府状态下部落社会如何建构和维系
社会秩序，以期为认识相关历史现象提供新的思路。

一　阿富汗部落社会的无政府性与自治性

按照西方学界的传统看法，国家为社会提供秩序，否则社会便处于自然状态。这也成为西方学界
审视中东传统社会的重要思路。但在中东和非洲的一些部落组织却展现出不同的特征：部落社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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